
第 33 卷 第 3 期 世 界 林 业 研 究 Vol. 33 No. 3
2020 年 5 月 World Forestry Ｒesearch May 2020

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现状与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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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自然保护区多处于地理位置偏僻的贫困落后地区，且在有关法律条文规定下，居民对保护区内资源利用受

限，特别是核心区和缓冲区中众多的社区居民给自然保护区管理带来压力，自然保护区保护与社区经济发展之间的矛

盾日益凸显。文中通过对重点区域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居民现状进行调查和分析，探讨不同类型自然保

护区内社区居民人口密度、经济水平和自然资源依赖程度的差异，并针对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发展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

人口众多、经济水平受限等，提出降低保护区内人口密度、多形式提高居民收入、发展生态旅游和加强可持续经营管理

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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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st of nature reserves in China are located in the remote and poor areas. The utilization for
natural resources by local people had been limited with the provisions of relevant regulations，while the
community residents living in the core areas and buffer zone of nature reserves bring great pressure on the
management of nature reserves，which cause th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conflict between nature protection
and the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mong the residents i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s in the Yangtze Ｒiver Economic Belt，we discuss the differences in the population density，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the dependence on natural resources among the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nature reserves.
In view of solving the main problems of community development in nature reserves such as the large
population and limited income，we also propose some relevant countermeasures，including: 1) reducing the
population density in the nature reserves; 2) increasing the income of residents from multiple ways; and 3)
developing ecotourism and strengthening sustainable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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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作为我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
用最大的区域之一［1］，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

重要的战略地位［2］，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先行示

范带［3］，也是我国生态保护的重点区域［4］。目前我
国已在长江经济带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53 个，约
占同期全国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总数量的 1 /3，这些自
然保护区在保护区域乃至全国的生物多样性以及维

护生态安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然而，由于地
理、历史和经济原因自然保护区内社区中相当一部分
仍处于贫困状态，对当地资源有强烈需求［5］，且由于

《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的有关规定，社
区发展受到严格限制。因此，随着长江流域社会经济
的快速发展，长江经济带自然保护区正面临着人口压

力和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等多方面的挑战，其保护管理

问题也日益受到关注［6 － 8］。已有研究发现，自然保护
区内社区状况即使在很短的时间内也会发生明显变

化，而在当前我国社会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自然保

护区内社区状况的变化可能更为迅速［9］。随着自然
保护区保护与社区经济发展之间矛盾日益凸显，为协

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亟需掌握自然保护区内居民分

布和经济状况，以便国家有关部门针对不同情况制定

科学有效的管理方案。目前，对长江经济带自然保护
区的研究多侧重于单一自然保护区或区域的研究，研

究尺度较小。因此，本研究以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内社区人口和经济情况为切入点开展调查和

评估，分析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

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并有针对性地提出建议，旨在

为国家有关部门制定相关政策提供支撑。

1 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概况

长江经济带包含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
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和贵州等 11 个省( 市) ，总
面积约 205 万 km2［10］。截至 2017 年底，该区域总人
口达 5. 91 亿，生产总值 33. 3 亿元［11］。区域内 153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包括 7 种自然保护区类型，
分别为古生物遗迹、地质遗迹、海洋海岸生态系统、内
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野生动物和
野生植物类型。其中，森林生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共
有 84 个，面积 339. 6 万 hm2 ;古生物遗迹和地质遗迹

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在长江经济带呈零星分布，总

面积不超过 1 000 hm2。
为详细了解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社

区现状，2017 年 12 月我们将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分为上游( 重庆、贵州、四川、云南) 、中游( 安
徽、江西、湖南、湖北) 和下游( 上海、浙江、江苏) 3 个
区域［12］以及不同省份和不同类型等 3 个层面进行调
查分析，依托原国家林业局野生动植物保护与自然保

护区管理司( 简称“保护司”) 对长江经济带林业部门
管理的 127 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问卷调查，由各
省( 市) 林业部门交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实地

进行，保护司在自然保护区工作群中及时说明，以便

于各地准确理解相关指标，相关数据截至 2016 年底，
共回收问卷 116 份。实地考察补充问卷 3 份，剔除无
效问卷 1 份，共得到有效问卷 118 份，涉及 118 个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包括 76 个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
保护区、7 个内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
区、27 个野生动物类型自然保护区和 8 个野生植物
类型自然保护区。

2 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社区状况

2. 1 社区居民分布状况
该区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有居民 215. 8 万人，

平均人口密度约为 0. 6 人 /hm2。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内平均人口密度，在不同类型之间( KW: χ2 = 8. 512，
df = 3，P = 0. 037) 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内陆湿地和
水域生态系统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社区平均人口

密度最高，其次是野生植物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野生动物类型和森林生态系统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相对较低( 表 1) 。

表 1 不同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社区居民情况

自然保护区类型

平均人口

密度 /

( 人 /hm2 )

社区居民

人均纯收入 /
( 元 /年)

自然资源

依赖程度 /
%

森林生态系统 0. 43 6177. 3 40. 88

野生动物 0. 49 9630. 5 22. 31

野生植物 1. 59 8766. 4 30. 00

内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 1. 72 18388. 5 27. 86

在自然保护区功能区上，该区域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核心区、缓冲区和实验区内分别有居民 16. 9 万
( 8. 6% ) 、29. 8 万 ( 15. 1% ) 和 150. 3 万 ( 76. 3% ) 。
其中，云南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人口最多，

达 6. 1 万，占核心区总人数的 36. 2% ; 其次是湖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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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 6% ) 、湖南 ( 17. 3% ) 和四川省 ( 10. 2% ) 。上述
4 个省份核心区人口占核心区总人口的 80%以上。
缓冲区人口最多的也是云南省，达 8. 9 万，占缓冲区
总人口的 29. 9% ;实验区人口最多的是湖南省，占实
验区总人口的 72. 7% ( 见表 2) 。

表 2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不同功能区内社区居民分布

省份
功能区人口数量 /人

核心区 缓冲区 实验区

上海 0 0 0

江苏 0 0 0

浙江 1 890 766 22 648

安徽 2 109 3 414 80 607

江西 10 889 35 977 30 065

湖北 33 319 41 213 64 493

湖南 29 373 47 399 979 756

重庆 6 271 15 016 41 870

四川 17 314 27 075 49 494

贵州 7 197 37 809 128 697

云南 61 385 88 852 106 015

合计 169 747 297 521 1 503 645

2. 2 社区居民经济状况
该区域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年均纯收入

为 7 724. 6元 / a，且在不同自然保护区类型( KW: χ2 =
15. 632，df =3，P = 0. 001)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内陆湿
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收入水

平相对最高，而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内人均

收入水平最低( 见表 1) ，并且大致上随着上游( 6 999. 1
元 / a) 、中游( 7 266. 6元 / a) 、下游( 15 104. 1元 / a) 逐
渐增加。
该区域 79. 3%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

将自然资源作为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且约有

20%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的自然资源收
入占其总收入超过 50%。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社区
居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在上、中、下游之间不存
在显著差异( KW: χ2 = 4. 973，df = 2，P = 0. 083) ，但在
不同类型间差异显著( KW: χ2 = 412. 155，df = 3，P ＜
0. 01) 。其中，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内社区
居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最高，自然资源收入约占

家庭总收入的 40. 88% ( 见表 1) 。

3 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社区管理存
在的问题

3. 1 社区居民人口众多
我国自然保护区建设早期主要是“抢救式”保护

方式，难免会把一些成建制的城镇、人口聚集区划入
自然保护区范围，因此自然保护区内有大量人口分

布［13］，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也存在相同的

情况。根据这次调查结果，可见在各省份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核心区和缓冲区内生活着众多人口，保护区内

总人口超过 200 万。并且，相对于全国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平均人口密度( 0. 04 人 /hm2 ) ［14］，长江经济带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平均人口密度较高，这主

要是由于长江经济带是世界上人口最多、产业规模最
大的巨型流域经济带，是我国人口聚集最多的

区域［15］。
在内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内拥有丰富的水资源、种类繁多的动植物、肥沃
的土壤、多平原河谷等适宜居住发展的基础条件，易
于吸引人口聚集［16］，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其拥有最大

的社区人口密度。森林生态系统类型和野生动物类
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人口密度略低，则可能是受限

于山区自然环境的制约，区内原住民向经济更发达的

区外或下游沿海地区流动的结果［17］。
3. 2 社区经济收入水平受限
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收入

水平随着上、中、下游逐渐增加，但上、中游远低于
2016 年全国农村居民纯收入 ( 12 363. 4 元 /人) 。这
可能缘于一直以来长江流域上、中游地区整体大多数
处于经济条件差、资源优势度不高、投资较少的状态，
尤其是自然保护区所在地域多处在山区、偏远地带，
恶劣的地理和交通条件限制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并
且，受限于我国自然保护区相关法律法规的严格性，

自然保护区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自然保护区

内社区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
3. 3 保护与当地居民资源利用的冲突
以自然资源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作为自

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18］，所

占比例越大，表明社区居民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

越高。调查结果发现，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内社区居民对自然资源呈现出较高的依赖程度，

其中收入相对较低的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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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资源的依赖程度更高，而收入水平较高的内陆湿

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对

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相对较低，但人均收入最低的

森林生态系统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

对自然资源的依赖程度最高，即居民对自然资源的

依赖程度与其经济水平呈明显的负相关关系［19］。
已有研究表明，林地面积越大，农户进行林业生产

的概率和积极性越高，即对森林资源依赖程度越

高［20］，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森林生态系统类型自

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具有更高的自然资源依赖性。
但自然资源的传统利用是一种脆弱的生产活动方

式，可能导致农户及其家庭面临的风险较高、贫困
加剧。同时，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居民自身发展规模
和发展空间较小，受教育程度偏低，主要采取的是

资源依赖型的农业生产方式［21］，导致经济利润相对

较低，且缺乏可替代生计的技能［22］，只能依赖自然

资源维持基本的生产生活。因此，针对长江经济带
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当地社区居民对保护区内各

类资源的依赖状况需要引起重视，帮助社区居民实

现非农化升级转型，增加居民收入，有助于降低资

源依赖，从而缓解保护与发展的矛盾。

4 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发展
对策

4. 1 降低保护区内人口密度
自然保护区内人口密度越高，当地承受的压力越

大［23］，对其生物多样性产生的负面影响就越

强［24 － 25］。巨大的人口压力对自然保护区的保护管理
能力有直接影响［26］，急需采取措施缓解人类活动对

生态环境的压力［27］，也是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自然保

护区建设管理的迫切任务。
为减少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人口

压力，最理想的是实施生态移民项目［28］，将核心区、
缓冲区和生态脆弱区域的群众迁出保护区或者集

中在自然保护区实验区的某一区域。然而，由于社
会环境和经济等多种原因，部分自然保护区的核心

区、缓冲区移民存在一定的难度。此时，对于人口
密度高的内陆湿地和水域生态系统类型自然保护

区，可根据湿地及其主要保护对象的季节性动态，

对自然保护区进行季节性管理，即在迁徙鸟类停歇

或繁殖时对自然保护区各区域实行严格管理，而在

其他时间则可按实验区管理自然保护区; 对于野生

植物类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应明确居民生产生活

空间，严格限制人为活动区域，切实保护好关键植

物的生境。
解决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人口压力的

另一途径是对长江经济带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和

功能区进行科学调整［29］，即将自然保护区内人口集

中的区域，特别是成建制城镇划出自然保护区范围，

而对目前核心区和缓冲区中分布较为集中、暂时搬迁
困难且又不宜调出保护区的，可以划为实验区或一般

控制区，尊重其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允许在传统生
产、生活区域开展必要的和基本的活动，以缓解社区
居民生产、生活与保护区管理之间的矛盾。
4. 2 多种形式提高居民收入
已有研究表明，生态补偿［30 － 32］及生态旅游［33］对

自然保护区内及周边农户人均纯收入有明显的促进

作用。为帮助和扶持保护区内社区走出保护和发展
的困境，实现生态环境和社会经济效益目标，国家和

各地急需在财政预算中增加对自然保护区内社区资

金资本、人力资本和林农产业等方面的投入，制定促
进自然保护区内社区发展的财税政策，完善生态补偿

机制，提高生态补偿标准，形成促进自然保护区内社

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长效机制，并在法律上予以明

确。同时，开展技能培训，重视当地教育，积极安排生
态护林员等就业岗位，发展绿色替代生计项目，引导

社区居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并通过社区宣教提高社

区居民的自然保护意识，从而减少居民对自然资源的

依赖［34］，将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降到

最低［35］。
4. 3 发展生态旅游，加强可持续经营管理
长江经济带自然保护区生物多样性丰富，景观优

美，文化传承久远，民族特色突出，具有开展生态旅游

的天然优势。当地政府和各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
理机构应在结合当地景观和区位优势等自身实际条

件下，编制自然保护区生态旅游方案，注重生态旅游

的内涵式发展。对于已经开展生态旅游项目的自然
保护区，建议采取有利于社区的利益分配方式，并鼓

励当地社区居民充分参与生态旅游活动，根据农户自

身条件，适当给予扶持，发展农家乐餐饮、住宿等，帮
助自然保护区社区居民提高经济收入水平，实现自然

保护区生态旅游反哺当地社区，促进保护区与社区协

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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